
I. 大安森林公園的「大」與自然

　　作為台北市內核心地段最大規模的完整開放

綠地，大安「森林」公園的都市角色在信義捷運

線通車後益發凸顯─它不僅為多數市民就近提供

一處休閒遊憩的公共空間，也為公園綠地比極低

的台北都會保留了一方難得的自然環境。但大安

公園其實一點都不「自然」，從規劃設計到拆遷

闢建、從施工營造到使用模式，公園生產與公眾

近用過程的變遷跌宕，註記了種種「人為」決策

與施作的斧鑿之痕，幾乎連「森林」的命題都顯

諷刺。然而，大安公園從日治時期的綠地系統擘

畫以至日後疊加於公園用地上的各類使用／占用

／挪用，具現了殖民現代性及戡亂時期以國防引

領都市發展的空間邏輯，乃至解嚴後伴隨民主化

運動與公園生產而衍生的地景建築專業認定、綠

色推土機、公共意義競爭、綠色房地產等爭議。

「大安森林公園人文地景變遷」的研究，正像剖

開公園土地及周遭環境的一道都市地景切片，逐

層揭露公園「自然」地表下潛伏的政治經濟運作

及社會掙扎。

　　將大安森林公園視為一「大型」都市公園，

可能和「森林」的頭銜一樣有問題。佔地約 26 公

頃，在寸土寸金的臺北感覺不算小，絕非一般鄰

里公園可比擬；但相較於紐約中央公園的 341 公

頃、舊金山金門公園的 412 公頃、或倫敦海德公

園（含一湖之隔的 Kensington Gardens）的 253 公

大安森林公園與周邊環境的人文地景變遷

頃，大安的尺度則顯得十分謙卑。甚至，一般分

析大型公園的指標，可能也不盡然合適大安公園。

但從亞洲高密度城市的標準，大安雖然還是不大

（不說東京的上野公園，也不及高雄的衛武營都

會公園、羅東運動公園、及規劃中的台中水湳中

央公園），但其城市中心的區位及低建蔽率（亦

即，沒有太多的建築設施，如常與公園共構的體

育館或博物館等）的確獨具優勢。

　　這種「中型」的中央公園 ("central" park) 是

否一定劣於大型的，恐怕也見仁見智。 Andrew 

Jackson Downing 當初爭取在紐約籌設中央公園

時，強調一座城市應保留一處至少 200 公頃的

完整場域提供公園及遊憩之用，才能滿足市民

對自然與綠地的感官需求 (Czerniak, 2007)；但

Jacobs(1992) 在著名的城市文本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卻認為郊區化後，大型公

園大面積的單一地用類型容易造成某些都市環境

的空洞，反而成為社會治安的負擔，並建議強化

公園邊緣的活動強度，以利綠地與城市的連接。

簡化來看，大型公園 ("large" park) 規劃往往將公

園視為都市中自然／生態系統的延伸或保留，但

密集城市中的都市公園 ("urban" park) 則更關心

公園作為市民的休閒遊憩資源或勞力再生產的養

分。日治時期留下的公園，如台北二二八紀念

（新）公園及台中公園，都屬滿足現代城市休閒

需求的遊憩型都市公園，在有限的綠地中塞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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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設施與活動（頗類似被博物館美術館環繞的

東京上野公園邏輯），較少人為干擾的植樹區塊

則相對匱乏。以此觀點，大安森林公園彷如要從

日治期都市公園過渡到大型公園、又位於都市發

展核心區位的「中央都市公園」。

　　在這些定義打轉，並非要徒增困擾，而是進

一步釐清大安公園在都市計劃及台北綠地系統中

的定位。特別當近代地景建築及都市設計的「地

景都市」(landscape urbanism, Shane 2006) 轉向發

展出諸多新的綠地規劃設計視野 － 如與大安尺度

較接近的巴黎維列特公園 (Parc de la Villette) 採取

了激進且具爭議性的解構概念解放了公園、自然、

與都市的邊界及定義，都市公園的設計早已非僅

止遊憩設施的提供或植樹種花鋪草的安排。大安

公園誕生於台灣景觀建築專業初初萌芽、規劃設

計仍由土木工程顧問公司操刀的年代，若不從其

歷史過程檢視公園生產的空間文脈和背後的權力

運作，目前的現狀似太理所當然，而缺乏與過去

地景變遷的對話，或與未來都市綠地／藍帶系統

縫合的諸多可能。

　　正如前述，大型公園的「大」是否為都市整

體計畫的必要條件確是可爭論的，而到何種尺度

才算大？ Czerniak(ibid.) 借用建築師 Rem Koolhaas

在 S,M,L,XL(1995) 一書中關於尺度的討論，提出連

串的問題，如「大型公園能否維續事件活動於單

一空間容器的混雜增生？」「大型公園需要城市

嗎？它再現城市、先於城市、或即是城市本身？」

台中水湳中央公園近期的國際競圖結果大翻盤，

先不從政黨輪替的角度評論，仍可一窺大型公園

規劃設計的範型焦慮。其實無需以國外大型公園

尺度的類比「小」看台灣的都市公園或大安森林

公園，也非得要另闢單一大規模綠地追上「大」

的標準，更關鍵的反而是都市整體的公園綠地比，

及綠色資源在不同地區／社區分配的比例。以主

計處 2013 年的統計，臺北市民每人享有的公園

綠地面積僅 5.1 m2，遠低於首爾的 16 m2、紐約的

26.4 m2、倫敦的 31.7 m2，甚還不如日治時期所規

劃的 8m2 ／人或 WHO 所建議的下限 9m2 ／人。

從小巨蛋、國父紀念館、三軍總醫院、台科大、

到花博展館等，殖民期的公園用地被其他公共設

施鯨吞蠶食，導致綠地比嚴重折損。得以完整保

留原用地內容的大安森林公園自是彌足珍貴，但

更值得關注的，是如何以此為基地，延伸出更具

穿透性的藍綠手指及鑲嵌的斑塊，創造台北都市

脈絡下獨有的綠環境經驗；同時理解這處綠色資

源並非與生俱來，過程中究竟因那些倡議與爭議、

規劃設計概念與修正、政治協商與角力而落實？

公園土地下埋藏了那些人曾賴以生存的家園，公

園週邊又孳生了多少仰之彌高的綠色房地產？大

安森林公園的身世，見證了台北都市地景最深刻

的空間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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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大安公園及周邊環境的歷史脈絡

清領時期：大安？大灣？

　　清朝康熙、雍正時期，即有移民來到臺北城

的東南方拓墾，也就是現在的大安區一帶。對比

臺北城內、艋岬與大稻埕三市街的繁盛，這裡當

時還只是一片荒野，有許多農田，埤圳縱橫，築

有上陂、土地公陂等灌溉設施。

　　根據臺北市志的內容，位處在大安區東北角

的水埤，在今日的大安、松山二區交界處成彎曲

狀，而得「大灣」之名，後取其諧音與吉祥之

意，改為「大安」（吳伯雄監修、王月鏡主修，

1991）。

　　簡宏逸則透過閩南語的語音及語意研究並對

照古地圖線索後指出，大灣二字早在瑠公圳開闢

之前即出現在地圖上，故傳統上認為瑠公圳在此

處轉彎的說法有誤，大灣乃是意旨該地曾經存在

過的一座大水池，與字面上的「轉彎」意思並不

能直接連結（2012）

　　無論如何，「大安」一名由來確實與「水」

有重要的關聯，而除了大灣之外，還可以透過公

園周遭的古地名來想像早年的地景樣貌。

‧ 柴竹圍

　　大安森林公園的東北角，在清領時期即有林

姓、蘇姓、周姓聚落， 聚落都用竹子、樹木當作

圍籬防盜，因而被稱為「柴竹圍」。

‧ 陂心

　　舊時農民整治一 180 甲大埤塘，上埤中間有

「陂心」，埤中盛產魚蝦、菱角，經常有十多艘

船在埤塘中捕魚、採菱角。也證明了如今東區最

精華的頂好商圈、仁愛醫院、敦化仁愛圓環處，

曾經有過溝渠密佈、水塘處處的田莊風景。

‧ 美麗的誤會：新生大排與瑠公圳的錯置

　　新生南路昔為新生大排（或稱崛川），做為

台北市主要的排汙水道，1972 年才加蓋，在那之

前，水道兩旁植滿了柳樹，是三、四年級朋友的

共同記憶。1973 年，林青霞主演的電影《窗外》

開頭，還能看到林青霞在上學途中經過新生大排

的景緻。

　　許多人會說，這就是瑠公圳尚未加蓋前的景

色，但根據��公水利組合圖，瑠公圳從新店碧潭附

近取新店溪水，過大坪林、景美，到公館便分成

東、西兩條幹線，東邊為第一幹線過蟾蜍山北側，

到錫口、上下塔悠莊；西邊為第二幹線經過新生

南路西側，在溫州街附近分為三條支流，流往中

崙、復興北路、古亭。

　　簡言之，瑠公圳供應灌溉水，新生大排則是

排水用，嚴格來說並不能算瑠公圳，許多緬懷老

台北的文章，都將新生大排的水路錯置為瑠公圳

的支線，即使細膩如舒國治的寫筆亦然，實則都

是美麗的誤會。

「新生南路這條路（此為瑠公圳最大幹道，它如

安東街、延吉街等，亦是瑠公圳眾多支渠中之要

者），若我今日想來，是昔年台北最重要、最素

美的室內河景。」── 舒國治《水城台北》

1898 臺灣堡圖

淺藍色為埤塘、紅色為瑠公圳、

紫色為新店溪,綠色區域為今大

安森林公園位置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再製:都市聚落與地景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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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瑠公圳農田水利組合圖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再製:都市聚落與地景研究室

日治時期

‧ 經歷一甲子才開闢的公園

　　日本人在 1932 年開始對台北市的公園和道

路進行整體的規劃，當時共劃定了 17 座公園預定

地，總面積達 256 公頃。公園均衡地配置在由基

隆河、淡水河、新店溪、基隆路所圍之台北舊市

區內，希冀增進居住環境、公共衛生、及安全防

災等功能。1936 年的《台灣都市計畫令》中，更

進一步確定了公園的法定地位，其中的台北市第

七號公園即今日的大安森林公園。 

　　然而，在歷經日本二次大戰、大東亞戰爭爆

發，日本戰後物價膨脹、民生凋敝，幾乎無力真

正將紙上規劃付諸實行。1949年，國民政府來台，

臺灣人口激增，當時的移民大多抱持著只是短暫

停留於臺灣，打著反攻復國的大旗，國民政府並

未妥善規劃並營造足夠的公共住宅，大量政治移

民面對不確定的未來，只得以自力營造的方式自

力救濟，公園預定地遂成為違建蔓生最迅速的地

方。

1950 年代，城鄉移民也陸續湧入台北市。1960 年

代後，臺北歷經快速工業化與都市化，居住密度

竄升，公共基礎設施卻未及時跟進，雖然城市東

北側民生社區的整體規劃及城市西南隅青年公園

的闢建，逐步帶入不同都市公園的範型，一般市

民生活品質與現代化城市的諾許仍有顯著落差。

1968 年，台北市政府制定了「台北市綱要計畫」，

並在 1971 年提升公園行政層級，成立公園路燈管

理處，公園開始較有系統的建設。至1980年代後，

台北市公園逐一落實。而大安森林公園則到 1994

年才實際開闢。

‧ 殖民政府的公園選址

　　鄰近大安森林公園的永康街、青田街區，至

今仍保存著許多日式宿舍，可見過去七號公園預

定地附近的居民，可能以日本人為主，這樣的推

測可以從《台北市志卷一沿革志 城市篇》當中的

描述獲得佐證：

三張犁路（今信義路）

六張犁路（今和平東路）

大安森林公園



1945 美軍航照影像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上圖：1932年〈台北市區計畫 街路並公園圖〉可見「

公七」為當時規劃之大安森林公園。最早的規劃面積

為30.1公頃，1939年修正為25.4公頃。

下圖：1947年〈台北市都市計畫用途分區圖〉國民政

府沿用日治時期規劃，因應1945年「新生南路」命

名，「公七」預定地形狀略有改變，但實際上總面積

不變，只是將西南方被新生南路切割的區域，移至南

方，使得七號公園接鄰和平東路。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再製:都市聚落與地景研究室

　　「民國二十六年（1937 年），

本區街町區人口密度較高，為日人

分布區，餘為農業聚落。」（1991：

111）

　　「就整體而言，光復前本區的

發展以今新生南路以西為主，以東

農田為多。（1991：114）」

　　透過 1945 年的美軍航照影像

圖，也能觀察到大安森林公園周邊

明顯的住宅樣態，新生大排以西的

住宅區，也就是今日的青田街區，

佈滿了緊密整齊的住宅單元，判斷

應就是當時的日式宿舍群。而新生

南路以東的這塊街廓，僅有少數於

早年便居住於此的漢人，其他地方

則是人煙罕至的荒塚地。

　　日本殖民政府在選定公園預定

地的考量上，或許參考了這樣的空

間脈絡，將公園劃設在日式宿舍群

旁邊，預設未來的使用者以日本人

1932 臺北市區計畫 街路並公園圖



為優先，反映了社會經濟脈絡對都市結構的影響，

以及規劃過程中的政治考量。

眷村蔓生時期

‧ 從公園預定地到眷村

　　1949 年國軍來台前，七號公園預定地上，多

為農田、水池與墓地，僅有零星幾處早期便定居

於此的聚落。國民政府來台初期，台灣作為反攻

大陸的基地，在當時以軍事為最高目標的威權體

制下，政府也無心於都市建設，原先的公園預定

地便被挪用為軍事用地與安置處所。

　　空軍通信大隊最早在此建立軍用基地，並安

頓家眷，取大隊長「吳建華」名為建華新村，之

後有陸軍的岳廬新村。不過一開始，這些都是配

給較高階軍官的房子，即所謂的「列管眷村」，

總共有 439 間「合法」眷舍。政局逐漸安定後，

越來越多軍民在此自行搭建房舍，變成我們今日

稱作的「違建」。實際上，這些房舍是因為政府

沒有提供這些軍民基本的住宅需求，使得他們必

須自行爭取生活空間的結果，為非列管眷村，但

常被帶有負面意義的「違建」來稱呼。到最後，

整個基地上長出了 2039 間房舍，形成了頗有規模

的眷村聚落。

　　原以為只是暫居於台灣的外省軍眷們，隨著

局勢轉變，難以完成反攻復國大業，在臺灣陸續

生下了第二代、第三代，再加上 1950 年代城鄉移

民湧入，公園預定地成為複雜的大聚落。當時有

憲兵營區、軍中廣播電台、國防部倉庫、聯勤將

官宿舍、空軍建華新村、陸軍岳廬新村、國際學

舍、師範學院宿舍、日本人留下的納骨塔、基督

教堂、大小廟宇、小吃店、釣蝦場、碳烤店、大

型汽車修理廠、垃圾收集中心……超過一萬兩千

人聚集於此。（黃大洲 1997：6）

　　然而，台北市都市計畫在 1956 年又再次公

告此處為公園預定地，對照日治時期的都市計畫

圖，當時的都市計畫論述係直接沿用日本時期的

規劃，儘管這塊土地上已經有大量的住民，都市

計畫卻未顧及這樣的現況使用，仍將其劃為公園

用地，預示了這塊眷村住民往後四散的命運。

‧ 一萬兩千人的微型城市

　　許多經歷過九零年代前的臺北人，對於眷村、

許多經歷過九零年代的台北人，對於眷村、違建

叢生的前公園都還有深刻的印象，許多生活的場

景也在這些對話中慢慢浮現。

　　最常被本研究的受訪者所提起的，就是眷村

內彎彎曲曲的小徑，有人擔心走進去迷路、有人

害怕裡面成群結黨的小混混；有人則喜愛騎著腳

踏車在眷村裡頭冒險；有些人說，裡面充滿了各

種味道。也有些人上學的路便是抄著眷村裡的捷

徑。而說到其中最大的一條巷子 56 巷，竟有「黑

道巷」這樣的稱號，但小店多，人情味十足；巷

口的萬善塔有些傳奇色彩，塔旁的廟口常有戶外

電影和布袋戲演出，就外省眷村脈絡而言，似乎

並非全然內化於竹籬笆內的封閉社區。訪談中還

有人聲稱曾在內部亂繞時，算出眷村內外週邊共

有 70 幾間小廟，雖然已無法證實，卻也反映了基

地上還存在著眷村前身的聚落、及後來由眷村向

外擴張的非正式聚落的宗教習俗，也因此推測，

其中可能包含了政治移民外、為數不少的城鄉移

民。

　　有人回憶道，眷村靠新生南路南邊有很多間

違建，全是海鮮燒烤啤酒屋，晚上警察休息時才

會開，日日都有人上門光顧，頗為熱鬧；靠近信

義路側，則有許多二手舊書與舊唱片販賣的生意，

是當年文青朝聖的地方；另外，也有許多無照營

業的洗車廠和寵物狗店，警察來時就會休息一天，

其他日子繼續營業。

國際學舍

　　1956 年，台北市政府重新公告此處為七號公

園預定地，矛盾的是，甫發布都市計畫的隔年，

國際學舍與體育場卻陸續在這塊公園預定地上興

建落成。

　　位於新生南路與信義路交叉口的國際學舍，

其實是由一個國際性的文教團體主管，也就是當

時的紐約國際學舍總會，在協會和部分留美人士

積極奔走之下，加上時任市長的高玉樹對此案積

極關切，市府遂以撥用市地來贊助的方式，促成



1958 台北市地形圖

圖資來源: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

1986 台北市信義路七

號公園預定全景



國際學舍的興建，以低廉價格提供僑生和外國學

生住宿安身。大馬華文作家白垚曾回憶：「四人

一室，當時最好的學生宿舍，亞洲基金會興建，

沒有教官，老外管理，我們戲稱之為外國租界。」

（白垚，2014）

　　與國際學舍同時落成的體育場，在早期台北

市仍缺乏大型活動場地時，曾經是各式展覽、演

唱會舉辦的場所，回憶起公園預定地上的眷村，

大部份的人覺得那帶點神秘、害怕的想像，但眷

村外圍的國際學舍對許多人而言，卻是青春歲月

的美好回憶場所，曾在這裡參與過選美比賽、演

唱會、書展、冰雕展、舞會……，部分訪談者甚

至看著國際學舍的大圖輸出照，想起了夫妻倆曾

經在此約會談戀愛的時光，忙著要以該圖為背景，

拍照留念。

　　不過，以都市計劃的角度來看，這座不符合

土地使用分區的建築，雖說在未來可能面臨拆除

的命運，市長卻仍選擇在此興建國際學舍和體育

場，顯然當時連地方首長，甚至是整個行政系統，

對土地使用分區的過渡性利用保有頗大詮釋彈

性，空間的政治考量可能都凌駕於理性的都市計

畫之上。

公園規劃時期

　　1960 年代後，台灣經濟開始發展，台北市展

開快速的都市化過程，並湧入大量人口，衍伸了

都市環境惡化與開放空間不足等問題。公園綠地

的需求重新被重視，1968 年政府制定了《台北市

綱要計畫》，開始較積極的公園規劃，1971 市政

府開始更積極地展開公園規劃，成立了「公園路

燈管理處」，同時政府意識到此地人口雜居、環

境窳陋的問題，加上市中心東移與信義計畫區的

發展，更突顯了該地開闢為都市大型公園的急迫

性，行政院便於 1974 年函示台北市政府儘速規劃

闢建七號公園。

　　在這個時期，都市景觀整頓變為公園興建的

助力，在台北市政府新聞處所出版的《蛻變之痛－

臺北市七項工程簡介》一書中，描寫到公園預定

地上的違建物，將其形容為「既髒且亂的低矮建

築，與四周的高樓大廈及寬敞整潔的大道，形成

強烈的對比，對現代化的臺北市可說是一項諷

刺。」（高麗鳳、王國在，1993）不但對其進行

醜化，也跳過了當時的國家政策對於住宅提供失

職的結構性因素，進而種下居民自力救濟搭建房

屋，進而形成台灣普遍的違章地景之後果。更何

況，這些軍民眷戶落腳於此的時候，尚未有明確

的都市計畫與住宅政策，直到計畫一刀劃下，才

讓已經居住於此幾十年的居民們增添了「違建戶」

的罵名。

　　開闢大安森林公園的主要推手黃大洲（1997）

市長曾提到，這項工程的複雜性和困難之處，其

實還因為這裡住著許多愛國忠黨的老兵，他們對

黨有功，也是黨的「票倉」，過去的國民黨執政

者不忍心下手，導致工程拖延許久。由此可見，

在黃大洲的時代，都市環境的現代化想像與公共

建設的論述，已開始爬升到居住權之上，雖然期

間也曾經歷過住戶的抗爭，但由於組織與運動的

觀念尚不成氣候，政府最終還是在 1989 年展開地

上物徵收作業。此次的事件，也進一步成為後續

「十四、十五號公園運動」的養分。

‧「綠化」作為一種修辭性的都市政策工具

　　若干年後的「十四、十五號公園運動」，同

樣為公園預定地開闢與迫遷戶的衝突，演變為大

規模的社會抗爭，也是台灣反都市更新運動的濫

觴。發起人黃孫權（2012）針對此事件撰寫的著



作《綠色推土機：九零年代台北的違建、公園、

自然房地產與制度化地景》的簡介中提到：

    「綠化」成為一種隱藏性與修辭性的都市政策

工具，以視覺美景驅離城市違建群落，抹平了貧

困社區與異質文化。揭露了長期以來台灣都市計

畫的公共設施危機，政府透過凝視的美景取代了

真實的社區生活以償還其歷史債務。

　　這段話亦適用於七號公園闢建的過程，兩地

的居民最終都敵不過以「公共利益」為訴求的公

園建設，長久居住的家園為綠色的現代化地景而

取代。而公園興建後，帶動了周邊房地產增值的

效應，這裡已成為台北市最精華的高房價地帶，

成為他們永遠回不來的「家」的現場。

　　七號公園從 1932 年被劃設為公園預定地，到

1992 年實際動工開闢，這六十年期間，原本想像

為「公園」的土地，經歷了各個年代的歷史疊層，

包括荒塚、軍事設施、眷村、國際學舍等，到後

來終究又變回公園，見證了複雜多層的都市地景

變遷，也反映了都市計畫從消極性角色邁向積極

性治理的過程。然而，都市計畫卻從未根據土地

現況做任何的調整，逕自沿用日本時期的規劃後，

將一大群居住聚落夷平，取代為現代化的具象公

園。

眷村拆遷時期

　　1988 年政府展開徵收作業後，便開始協調

原居民拆遷安置事宜，當時高達 2603 的拆遷戶

中，只有列管軍眷戶所居住的房屋被認定為合法

房屋，可領到兩百七十萬的補償費；1964 年以前

搭建的舊違章建築，每戶最少領一百一十多萬；

1964 到 1988 年興建的新違建，每戶僅能領十到

二十萬的補助。

　　拉長歷史來看，其實不管是軍眷或違建戶都

是在同一塊地上搭建起房子，但越早住在這塊地

上的，越具有合法性，較晚抵達的自力營建戶，

只能獲得非常低的補償。當時抗爭不斷，尤以眷

村第二代反彈最激烈，希望政府採取就地整建或

先建後拆。然而就地整建對已訂定的公園規劃相

違，政府後來採取發放補償金、將住戶安置至國

宅的策略。

　　軍眷戶要求能集體遷至軍方三民路新建的婦

聯新村，但軍方提供戶數不足，後來抗爭越演越

烈，最後在軍方協調下，部分軍眷安置到松山與

延壽國宅。至於非軍眷戶，市府選定南港一號公

園南側土地變更為住宅用地，興建南港一號專案

國宅安置。因公園預定地上居住戶過多，當時總

補償金超過公園總工程經費的百分之八十（黃大

洲，1997）。直到 1992 年 4 月 1 日進行首波拆遷

時，七號公園預定地住戶的抗爭，仍不斷進行著。

「台北市政府公園處二十日上午拆除位於信義路三段至建國南路
口七號公園（大安森林公園）預定地內的違建。一位老年人在拆
除隊員動手搬除屋內剩餘物品時，無奈地離去。」
中央社記者熊力學攝  1992 年五月二十日

「國際學舍的拆除工作在大批警力的戒護下，拆除順利。」
中央社記者郭日曉攝 1992 年四月一日



觀音不要走

　　而在拆遷公園預定地住戶的過程中，出現一

件插曲，公園內的一座觀音像被保留下來，這個

決定引發了附近基督教徒的不滿，於是形成了中

西兩方宗教之間的紛爭。

　　七號公園西側的新生南路有一著名的別稱為

「天堂路」，得名於該路上有不少間教堂，唯獨

沒有寺廟或道觀的存在。追究其因，一說是因為

這裡早期多為外省聚落，又為新興文教區，相較

於老臺北的萬華、大同等本省人聚落篤信道佛，

傳教不易，於是基督教和天主教便選擇了大安區

為傳教的版圖。另一說則是蔣宋美齡因其自身的

基督教信仰，下令此處不得設佛道寺觀。可以想

見，觀音像留下來可能引發的爭議。（廖彼得，

2009：67-69）

　　而觀音像之所以會座落在公園裡，據大安區

公所曾經發布的新聞稿內容，當時四維路上的大

雄精舍曾有位邱慧君居士，在 1979 年 6 月 19 日，

亦是觀世音菩薩成道日的那天早晨，聽見了一股

呼喚，引著他來到國際學舍旁的空地，似乎是受

觀音的指示，希望他在此建立一道場。於是，邱

居士在 1985 年與該地的所有權人達成共識，允諾

提供土地設立觀音像，並向臺北市政府保證該法

像不會妨礙公園計畫，其間雖有爭議，但最後仍

同意法像在此設立，並委由雕塑大師楊英風進行

設計，精舍開幕時竟然還邀來當時的監察院長余

俊賢主持佛像安座開光典禮（臺北市大安區公所，

2014），政治與宗教的關係直接挑釁了公園的公

共性。

　　到了七號公園闢建之時，針對觀音像去留問

題，民眾分為兩派，分別動用各自資源，展開各

種動員和抗爭行動，甚至上立法院請願。經過許

多紛擾，市府最後以「公共藝術」的方式來為觀

音像解套，將觀音像視為公共場域中楊英風先生

的藝術創作，並在觀音像前立牌禁止信徒焚香拜

佛。至今，市民仍能在公園的西北入口處「觀看」

這座被竹林包圍的「公共藝術」，但其創作及存

留的「公共」過程卻甚少被注意。這與台灣日後

依照百分比公共藝術條例遴選創作的模式大相逕

庭，但其爭議本身卻更接近公共性論辯的核心。

IV. 規劃設計角力場─

政治、土木與景觀專業的衝突與妥協

體育場 vs. 公園

　　正式進入紙上規劃的階段後，「七號公園」

是變為「大安森林公園」的歷程就值得探討，其

實它並非一開始就被決定是「森林公園」，其本

來的命運可能是一座「體育場」。

　　七號公園的規劃設計是一段極為漫長的爭論

過程，早在台北市首次實施地方自治的吳三連市

長任內，就已經對七號公園預定地提出初步規劃

構想──興建綜合運動場。除此之外，還曾經出

現過國宅、國會山莊與經國先生紀念塔等建築設

施的發想，讓七號公園預定地持續上演著公共空

間的競逐與爭辯過程。正如國父紀念館、小巨蛋、

花博展覽建築對公園用地的鯨吞蠶食，公共建築

與公共綠地間的角力，顯現了宰制性都市治理的

政治宣傳與公共論述間的張力，而解嚴後的民主

聲浪，逐漸透過媒體的民意表達、非政府組織的

運作、及空間的社會實踐，改變了硬體導向的公

共空間規劃設計內容。

　　而其中最主要的轉折在於，透過馬以工為首

的學術界人士以及眾多民間非營利組織的聯合倡

議之下，時任市長的黃大洲確立了以森林公園型

態發展的方案。以下，本研究整理自 1953 年（民

國 42 年）起，持續至 1994 年（民國 83 年）公園

宣布完工開放期間，七號公園預定地的各式規劃

構想以及其後續發展內容。

　　由下表可知，七號公園的規劃過程，共有三

次主要的紙上設計，分別是公園路燈管理處於

1985 年的初步規劃，以及後來接手的中華顧問工

程司，分別在 1987 與 1989 年提出設計構想與修

正方案。期間共經歷了四任市長（李登輝、許水

德、吳伯雄、黃大洲），最終在黃大洲市長任內

對外開放。

　　比對舊時的規劃設計報告書，可以發現當時



年代/主事者 計劃構想內容與訴求 迴響、批評與修正

1953/吳三連 市長 於23公頃上的公園預定地興建7
公頃的綜合運動場，包含田徑
場、棒球場、游泳池、籃球場等
場地，讓台北市擁有國際水準
的理想運動場，同時增加市府
稅收。

聚落住戶群起反對，市府提出折衷方
案：分成三期建設計劃，優先興建棒
球場與田徑場。但此緩兵之計仍遭居
民抵抗。

1955/高玉樹 市長 宣布停建綜合運動場。

年底，市政府提撥部分土地，供
興建國際學舍。

改於五號公園預定地興建運動場（即
台北市立棒球場與中華體育館）。

1967/國民黨市黨部委員會 提議於預定地劃定一萬八千坪
土地，興建國民住宅，收容信
義路與和平東路約3000多戶之違
建戶。

市府回應，不宜輕易更改都市計劃中
的公園用地。

1968/孫鳴 市議員 重劃公園預定地為住宅、市場、
文教與公園四部分。

高玉樹市長回應公園預定地原則上不
變更。

1972/台北市 工務局 提出公園初步規劃案，計有兒童
樂園、遊樂設施區、遊憩景觀區
與一般公園區。預計拆遷1526戶
的補償費為四億一千餘萬元，工
程費七千餘萬元。

市政府考慮將公園預定地劃出部份土
地，作為違建整建之用。

1979/蔣經國 總統 指示台北市政府應籌建一能容納
五萬人的大型室內體育館。

周陳阿春議員建議選址於尚無使用計
畫的七號公園預定地。市政府則初步
選定四號公園預定地（新生公園）。

1979/李登輝 市長 接受市議會臨時提案，成立新建
台北市體育館籌建小組。

著手評估兩處建築地點之優劣：七號
公園預定地與關渡平原。

1984/台北市工務局 評估興建七號公園之所需經費，
徵地費約四十八億元，拆遷費二
億元，施工費約三億元。

將與八號、十四、十五號大型公園一
同盡速增加編列預算闢建。

1985/徐德餘 工務局長 積極進行七號公園預定地之規劃
設計，並於1988年（民國77年）
期限前定案。

同時指出，於預定地內興建大型體育
館之計畫並無定案。

1985/大安區公所 徵地費用已高達六十億元，建議
縮小七號公園範圍，將餘地供作
興建國宅使用。

工務局回應，正研擬將大體育場納入
規劃，不宜增建國宅。同時，興建體
育館案獲得教育部支持。

1987/市議會 以林口大運動場正荒廢，以及未
來可能造成市中心的交通阻塞問
題，反對興建體育館。

全案暫時擱置

1987/許水德 市長 接受工務局委託中華顧問工程司
規劃之修正案──於七號公園內
設置容納三萬人之體育館。

學者及議員聯合反對，包含東海大學
景觀系馬以工教授、台灣大學園藝系
凌德麟教授、環工所教授游以德、市
議員謝長廷、馮定國等人。

表：七號公園預定地規劃構想事紀



年代/主事者 計劃構想內容與訴求 迴響、批評與修正

1988/民間團體 以新環境基金會為主的民間團體
（共有新環境基金會、環境保護
文教基金會、台灣環境保護聯
盟、婦女新知基金會、綠色和平
工作室、美化環境基金會、環境
品質文教基金會、緣色小姐、進
步婦女聯盟）開始舉辦座談會、
發表文章，反對犧牲公園綠地以
興建體育館。

同時期，支持興建大體育館派的只有
以洪濬哲市議員為首的體育界人士，
其組織主要透過民生報，並配合編輯
用語，來為體育館平反。

1988/吳伯雄 市長 贊成為綜合公園興建2萬人的中
型體育館。工務局與中華顧問工
程司之選址評估報告亦給予相同
結論。

市議會通過徵收私有地的八十億元預
算。同時間，新環境基金會與都市計
畫學者王鴻楷、夏鑄九與鄭先祐等
人，持續遊說吳市長支持森林公園。
工務局長潘禮門亦表達不贊成興建體
育館之立場。

1989/吳伯雄 市長 於市政會議中同意中華顧問工程
司對於七號公園之修正方案，往
森林公園方向規劃，原定興建場
址先預留為草地，擱置爭議，待
未來阻力減小時再行興建。

此決議仍遭民間團體反對，認為珍貴
的公園用地不應做複合使用。

1990/立法院劉松藩 副院長 擬於七號公園預定地興建立法院
新址「國會山莊」。

遭台北市議會與預定地附近居民強烈
反對。

1990/黃大洲 市長 預計於南港一號公園預定地興建
國宅兩千戶，安置現有七號公園
預定地拆遷戶。

部分南港一號公園用地變更為國宅與
道路用地，鄰近保護區與護坡用地改
為公園用地，引發被徵收戶抗議，要
求提高徵收費。

1991/黃大洲 市長 決議放棄體育館興建計畫 完成初步規劃，工務局長潘禮門表示
將朝森林公園型態發展。

1992/黃大洲 市長 開始拆除預定地地上物，包含國
際學舍與岳廬、建華新村，並預
定兩年後完工露面。

拆遷戶共計529戶，並將部分的合法
眷戶安置於松山區延壽國宅。部分議
員批評，此案特意將南港一號公園預
定地變更使用，有獨厚七號公園拆遷
戶之嫌，已為未來十四、十五號公園
預定地的拆遷作業，埋下危機。

1993/黃大洲 市長 安置拆遷戶的南港一號公園專案
國宅動工

七號公園拆遷戶：不滿遷居南港僻
地，又鄰近墓地。

南港公園用地徵收戶：不滿徵收地目
遭變更為高價住宅用地，徵收費過
低。

市議會：批評市府使用綠地蓋國宅，
是以一號公園換七號公園的惡例。

1994/黃大洲 市長 大安森林公園開園啟用典禮。 但公園內部尚未全部完工，遭媒體批
評是急就章。

資料來源：都市聚落與地景研究室



等設計成精緻水景。相連之水池可利用高低差創

造水之流動與小型連續之瀑布；池中飼養錦鯉，

除可觀賞魚群之游移外，並可觀察魚群借助魚梯

溯流而上之動態。

‧ 窗景園

利用中國式雲牆借景，設水池、亭臺，配以格子

窗、花窗組成園景，並佈置盆景，以表現我國盆

景藝術。

‧ 榕樹（市樹）區

為表現壯觀之氣勢，可栽植高六米以上之大榕樹，

以一次成蔭之方式配置。入口花壇，為表現中國

文化及南方氣候之特性，栽植不同之竹類。

      當時首都的景觀設計，一方面仍受到大中國

意識下的庭園風格影響，如雙溪公園般的園林設

計取向，主導著大型開放空間與綠地規劃的思

維；另方面則在土木工程的技術理性下，景觀建

築（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專業不受尊重，甚

至連基地計劃中最基本的挖填平衡原則也未能落

實。相較於首都之外的地景實踐，同期進行公園

營造的冬山河濱公園與羅東運動公園，引進日本

象集團與台灣中冶環境造形顧問公司的合作及高

野景觀建築株式會社的專業，細膩的規劃設計及

參與式營造成果至今仍為典範，而大安森林公園

雖打著「森林」的旗號，卻未順勢扶植景觀專業

或適時導入生態設計觀點，頗令人惋惜。所謂「森

林」，也僅能由如下之分區想像：

七號公園的設計，與現今的大安森林公園有極大

的不同，而主要的設計變更，皆在黃大洲市長的

任內完成並落實。此過程由於細節甚多，將另外

提出分析。在此先將中華顧問工程司的設計內容

與修正方案做出歸納與統整。

中國傳統色彩的植入：仿古的七號公園

　　由中華顧問工程司在 1989 年（吳伯雄市長任

內）提出的《台北市七號公園規劃─森林公園型

態構想修正方案》，除了可以見到為了暫時擱置

爭議，而特別在公園東北角留設的草皮區之外，

最重要的特色，是公園內明顯具有中國古典園林

的仿古色彩。

        在此份報告書中，從各區域的名稱就不難發

現當年規劃者的意識形態，像是「中國山水園林

區」和「窗景園」等，並預計將曲橋、亭臺、花

格窗等古典元素使用在公園的硬體建設之中，甚

至運用到「借景」的古典造園手法。以下為當時

規劃設計報告書之節錄，約可見一斑：

‧ 中國山水園林區

(1)為調節森林之自然生態，增加公園中之濕度，

設計自然形之人工水池，造成中國式庭園，水池

中配以曲橋、五亭橋等飾景，沿岸植栽青皮垂柳、

黃槐、桂花及灌木花類（如扶桑、仙丹、茶花、

含笑……）等。

(2) 自然形水池向南延伸至都市美化示範植物園

附近，組成幾何形裝飾水池，可利用噴泉、流水

195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公園意義與方案爭辯過程



‧ 帶狀樹林區

以不同層次之高、中、低三種樹木組成至少 30 米

寬的寬窄不一之樹帶，以將周圍之交通噪音吸收

阻隔，並自外觀創造叢林密布之感受。

‧ 密林區

全區密植各類本土性之耐生樹木，滿佈於林區範

圍內。』

但在強調森林定位的同時，卻又硬塞入以下必定

與森林意象衝突的使用內容及活動強度：

‧ 都市美化示範植物園

以提供市民對市內造園植物之認識為目的，使市

民能按植物在造園上之不同用途，如：綠籬植物、

藤蔓植物、窗台植物、屋頂花園植物、耐旱植物、

沼澤植物、地被植物……等。

‧ 兒童遊戲區

分為少年、兒童及幼童三個區域，遊具採用較原

始、自然之材料（木材、繩索、石材等），使其

與大自然合而為一。

‧ 自行車道、溜滑板道

設置於林區內，使其與自然環境融合。

‧ 活動廣場

於草地、灌木區闢建小型活動空間，以區劃界定

人群之活動範圍，減少草地因被踐踏而造成損害。

‧ 體育館保留地

本基地之東北角保留較平坦之草地一片，並配合

開闢數處為市民活動廣場。如屬需要時可利用為

建造體育館之用地。

‧ 露天音樂台區

以山丘邊坡草地作為大部分之觀覽位置，音樂台

前座椅僅設置15～ 20排，以減少人工設施景象，

增加自然情趣。

‧ 地下停車場

先行規劃 1424 輛停車位於西南角，入口設於和平

東路，出口設於新生南路。其他車位俟區域發展

需要而另規劃附設。』

　　這對景觀建築的專業決策無疑是一諷刺。雖

然大安公園的面積不算小，但以上述使用分區硬

湊合的面貌，恐怕會是一處充滿妥協又無法協調

的四不像雜燴拼盤。其中甚至還是預留了體育館，

不僅視公園的建蔽率要求為無物，更讓政治折衝

台北市七號公園規劃森林公園型態構想修正方案
中華顧問工程司 1989



踐踏專業考量。到了黃大洲執政市府的年代，態

勢有了扭轉，連地下停車場的區位與規劃都因此

進行大幅度調整，總算趨近今日大安公園的雛形。

市長建公園：

黃大洲時代的規劃過程與設計調整

　　值得留意的是，在規劃與工程業界普遍遵守

的土方挖填平衡原則之下，黃大洲秉持著保留原

本基地上大型樹木的精神，推翻了舊有版本的地

下停車場選位，使得公園內靠近和平東路一帶的

巨榕群得以完整留下。換言之，今日的大安森林

公園南端所見的老榕，或許即是早年某位眷戶人

家院中植的大樹。

　　此外，將停車場從公園西南角遷移至東北處

的代價，即是工期與土方運載的時間無法配合，

此部分衍生出的爭議，也對黃大洲後續的政治生

涯造成些許影響。然而，今日也唯有這些留下來

的老榕樹，能隱晦地敘說過往的公園闢建歷史，

在這層意義上，必須歸功於黃大洲的決策。

　　以下內容摘錄自黃大洲先生於 1997 年（民國

86 年）的出版的著作《一座公園的誕生：大安森

林公園紀事》。透過這本以回憶錄文體寫作的半

官方政策白皮書，可以一窺當時的黃市長對於公

園規劃想法的背景與調整。

‧ 以樹木為主體 減少人工建築  

   『在環境保護與都市綠化的觀念引導之下，

不違反自然，維持生態平衡，成為當初規劃公園

的最高原則。依循這個原則，規劃公園內部時，

即盡量減少非必要的人工設施。我一再的不斷指

示負責規劃的人員，「少用水泥，多種樹」。』

（pp.202-203）

    『在大安森林公園中，不會看到色彩豔俗而

突兀的，不自然又用途不彰的仿古式亭台樓閣。

涼亭的設置也盡量減少，因為這個公園的設計目

標，就是要讓可以在樹蔭之下享受悠閒，以水泥

建造的涼亭不是絕對必須的。（p.217）』

一泓清流

    『最初決定開鑿人工湖，是為了因應公園內

的排水需求、水土保持，以及調節公園內的濕度

與溫度。後來為了增加它的效用，再進一步規劃

成水生植物區。湖中還設計了一個小島……設計

這個浮島的構想，原本是希望做成一個縮小的臺

灣形狀。可惜施工人員沒有掌握好，以致無法呈

現出應有的神韻。（pp.208-210）』

‧ 人性化的考量

    『周邊人行道系統、園路系統、活動廣場、

入口廣場、標識系統、夜間照明設備，及人性化

的園外街道座椅等，都以方便民眾使用、節約經

費與環境保護為考慮依據，詳加研究而後設計、

施工。（p.212）』

‧ 地下停車場與遊戲區的調整

    『停車場原先規劃的位置在和平東路與新生

南路的交會處，但在拆除地上物時，發現停車場

基地的上方，有好幾棵老榕樹。為了保存這些難

得的大樹，我特別指示修改計畫，將停車場的位

置，移到信義路和建國南路的交會處，因為這個

區域原有植栽較少，也比較靠近假日花市和聯勤

信義俱樂部，有利停車。

    地下停車場的上方，因為土層勢必澆較薄，

較不利於植物生長。因此我進一步指示在這塊人

工地盤上，規劃兒童遊戲區，將動態活動性較高

的設施集中在此。（p.224）』

‧ 綠色隧道

    『為了讓臺北市的民眾也可以享受到些許綠

色隧道的美好經驗，我特地在大安林公園的外圍，

規劃了一處綠色隧道。在公園外圍栽植的柳樹和

楓香，主要就是為了這個用途。（p.230）』

    『當初為了保留公園中現有的大樹，更改了

停車場的位置，也連帶更改了部分的整地計畫。

「以路就樹」的共識，也因此很快地在參與工作

的相關人員之間的共識。所有的市府員工和參與

工程的人員都知道，沒有經過報備，不能隨便砍

樹。因為有一位市府員工，就因為擅自砍除了一

棵大榕樹而被處分。（pp.241-242）』

‧ 管控施工進度

    『公園的新建工程依照工程性質概分為：安

全防護（圍籬）、整地排水、土木、建築、管路



埋設、水電及綠化等七個工程標，分別在民國 81

年四月至 82 年六月間發包。（p.246）』

‧ 未實現的構想

　　『在兒童遊樂區的旁邊，原擬設置一棟花房，

培育一些室內植物和比較嬌嫩的花卉……兒童們

可以盡情在遊樂區遊玩，大人們則可以在花房中

欣賞花卉，或悠閒地喝一杯咖啡。

新人們也可以選擇美麗的花房為背景，作為婚紗

攝影的場所……在這裡舉行婚禮，也是一項不錯

的想法。

　　原先我還希望在一些高大的樹木，設置簡單

的演講台，提供民眾發表言論之用……在大安森

林公園中，如果也能規劃這樣一種不拘形式的演

說場地，無論是學術演說、時事評論、或是生活

體驗，都可以在這裡得到抒發與傳遞的機會。

（pp.227-229）』

　　黃大洲市長對大安公園懷抱高度的熱情及使

命感，但在他卸任前經歷種種紛爭倉促完工的公

園，仍像一片荒蕪的工地，甚至在 1994 年的直轄

市長選舉成為他政治生涯最酸楚的註腳。

公園周邊變遷

　　往公園外看，在 1939 年日治時期訂定的都市

計畫中，建國南北路被規劃為園林大道（第一號

公園道路），與今天的仁愛路、民生東路和辛亥

路構成台北市的環城林蔭道路系統。但是在 1977

年，台北市長林洋港決定放棄園林大道的規劃，

改為高架設計，並於 1982 年通車至和平東路段。

建國高架道路以快速車流界定了大安公園最不友

善的邊界，但隨後橋下出現了停車場、加油站及

假日花市玉市等使用，意外銜接了市民假日休閒

生活與公園的關係。

　　大安國宅於 1984 年完工，由著名的李祖原建

築師設計，他試圖在現代的高層建築中加入傳統

「馬背」的意象，形成一般現代性公共住宅少見

的、有文化語彙的屋頂天際線。不過，在當時卻

被許多人認為長得像「墓碑」。加上當時的國宅

價格與一般住宅其實差異不大，導致賣相不佳，

據訪談的住戶說，售價曾經跌到 220 萬一戶（35

坪），對照今日大安區的房價，這個價格恐怕只

買得起此區豪宅的一坪而已。

   「新生南路與建國南路之間的信義路，早先中

間有一排違章建築，將路一劃為二，各為單向行

車，兩向的車子互不相見。違章建築中也多小店，

有的開向南側做生意，有的開向北側做生意，有

的正面拿來對著客人，背面燒煤球，煮熱水洗澡；

但背面仍有人看。真是兩面夾攻，腹背受敵。」 

── 舒國治《水城台北》

　　作為大安公園北界、往來臺北市東西的重要

幹道信義路，過去其實也是充滿著自力營造的聚

落，近來部落格及臉書上出現此段信義路的舊照

片時，往往引來許多網路留言，追溯當年與眷村

共存的街道景象和記憶。

　　新生南路與和平東路面臨大安公園第一排的

珍貴土地資源，竟不少是屬於宗教機構，但當年

取得土地的教會，大概都很難想像今日公園週邊

的地產天價。如當年主導抗議觀音像、位於和平

東路臨公園的靈糧堂，1957 年買現址土地建堂的

總價是台幣八萬元，此數目恐還無法負擔今日公

園馬路邊一小間店的一個月租金。低密度低強度

的宗教機構，從天主、基督、到回教清真寺，延

伸了大安公園的舒緩地貌，可惜作為其間縫合的

堀川水體已被埋覆。從舊照片可以看到，舊時的

新生南路在尚未加蓋之前的模樣。一場發生在新



生南路三段的不幸車禍，卻幸運地為我們留下那

個年代的地景切片。

V. 公園周邊的綠色房地產

綠色房地產之一

　　公園開闢後，為擁擠的都市環境帶來一抹綠

意，然而，它同時也將成為房地產的附屬加值品。

        隨著捷運站開通，大安區地理位置的便利性，

加上臨近這一塊臺北市內目前面積最大的公園

地，周邊的房地產價值自然水漲船高，30 年來房

價至少漲了 20 倍。房地產建商時常以「森林公園

第一排」作為標語，或在宣傳廣告上置入大安森

林公園的大片景觀意象，來強調此處房地產所擁

有的附加價值，於是促成了這裡許多豪宅建案。

現在，鄰公園第一排的景觀宅，一戶要價上億已

是一般價格，全台十大豪宅中，就有兩件位於此

處。而以目前進行中及規劃中的建案觀察，日後

此比例只會升高。

‧ 公園的符碼

這些公園周邊的房地產文案，時常使用公園符碼

的運用來提升吸引力。他們的共同點就是利用大

量的樹和森林圖佔去廣告一半以上的版面，來營

造樹海的「森林感」。似乎買了這棟房子，也能

連帶買到整座森林。諷刺的是，這類豪宅強調的

多是由空中鳥瞰綠海的視野，而非公園的公共價

值及使用功能；而對可負擔此區驚人房價的住戶

言，上帝視角般的景觀及其私密性保障恐遠重要

於公園的公共性意義。

綠色房地產之二

　　城市中心的綠化公園，其周邊土地與住宅向

來都是房地產市場的熱門區塊，信義路、建國南

路與青田街區的住宅商品，皆受惠於鄰近大安森

林公園的區位，而得以水漲船高。

‧ 夜光計畫

　　據 2015 年的報導，台北市政府公園路燈管理

處與荒野保護協會，將在榮星花園、木柵公園以

及大安森林公園等三處，執行復育螢火蟲的「夜

光計畫」。其中的榮星花園與木柵公園都曾經出

現螢火蟲，復育尚有基礎；大安森林公園則必須

透過人工引入，難度最高。規劃單位預計將現有

公園環境改造之後，於不久的將來野放螢火蟲。

　　大安森林公園的螢火夜景，可能順勢被房地

產廣告打造為一種都市奇觀，在曾經提供大量非

正式住宅與經濟活動的城中聚落，將出現浪漫懷

舊的點點螢光，這樣的景象除了「動植物生態」

上的指標與意義，有更多隱而未顯的趨勢必須被

提醒。換言之，規劃者必須反思城市的「人文生

態」，且先從衛報的專欄作家 Jeanne Haffner 討論

紐約的案例開始看起。

‧ 紐約高架公園

　　位於紐約曼哈頓島上的高架公園（The High 

Line），是將一條廢置的高架鐵軌改建而成的空

中公園。這項由社區的非政府組織「高架之友



（Friends of the High Line）」發起並透過紐約市

政府支持改造的計畫，自從 2009 年落成之後，

便吸引無數的遊客參訪，並且成為了研究空間改

造與活化的重要案例。然而，曼哈頓島西緣的故

事並未結束，近期有研究者認為，高架公園的

成功，已經讓附近社區出現了綠色縉紳化（eco-

gentrification /environmental gentrification） 的 現

象。

‧ 高「價」公園

　　高價公園正是綠色縉紳化的絕佳例子，由於

公共設施改善帶來的生活品質提升，加以大量的

觀光客湧入，伴隨而來即是上漲的土地與租屋價

格。許多小型商業活動與中低收入的居民被迫搬

離原有居所，能負擔這些成本的人們則取而代之，

在迎合觀光客的環境下工作與生活。勉強留下來

的原居民，也因為附近的消費與商業活動轉向服

務觀光客，使得生活品質又轉趨惡化。評論者認

為，這些城市綠化的大型計畫，本該以服務周邊

社區為出發點，但卻吸引了大量外來訪客，使原

本以中低收入戶為主的社區性格，開始有了社會

與經濟向度上的轉變，進而造成城市中不同階級

的空間隔離（spatial segregation），這也是城市自

然治理下必須償付的社會代價。

‧ 恰到好處的城市綠化

　　有鑑於此，Haffner 認為城市中的綠化過

程，應該以恰到好處的方式（just-green-enough 

approach）來進行，同時也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反

縉紳化（conscious anti-gentrification）。未來的城

市綠化，應該著重漸進式有機演化，在助長環境

品質與公共健康的同時，避免過度扭轉當地的社

經結構。尤其可從小尺度的區域開始著手，將改

變漸進地導引進社區，邀請可能受到影響的社區

居民共同參與規劃，並排除過多口號式的宣示及

景觀促銷。

　　綠地的參與式規劃雖然重要，但是在周邊公

有地產權買賣的不透明，以及土地使用分區的管

制之下，再多的使用者參與，通常都只能淪為下

游式的空間規劃設計。換言之，當都市大型綠地

周邊的公有地，被國家視為可變賣的資產，而非

由市民自決、提案，發展具有公共性的使用計畫

時，許多潛在的使用者也因此被排除，進而限制

了都市綠地空間發展的可能性。在批判綠色房地

產的邏輯中，公園綠地的生產並非原罪，但其週

邊土地的公共價值如何維續及保障才是關鍵。

被挪用的公地

　　公園帶來的房地產增值現象，在臺北幾乎無

可避免。公園帶來的環境品質及加值是一般市民

盼望的，但若檢視大安公園附近的豪宅建案，卻

暴露一項事實：有些土地原本應被視為公有地。

　　公有地乃供公眾使用以符公共利益之事，理

應受到嚴格的檢驗，屬於全體人民的國有土地，

本應規劃為更具公共性的用途，譬如青年公園周

圖片來源：都市聚落與地景研究室



邊土地就是大量的國民住宅。原本作為照顧弱勢

的國民住宅，後來雖成為可買賣的私有化房地產

商品，但至少規劃之時乃配合現代性地用分區管

制（如公園的配置）及公共住宅的公共性計劃。

然而，在大安森林公園的周邊，除了大安國宅、

學校、宗教機構、及旁邊的圖書館以外，其他土

地都變成私人的住宅開發，珍貴的國有地便逐步

從軍方土地釋出後被脫產變賣了。

　　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即是建國南路上原屬國

防部的信義聯勤用地，經由當年的國產局脫手之

後，蓋起了兩座通天的高級住宅。國家資產搶救

連線的召集人黃惠欣在報紙上的評論，精準切中

公有地在不斷被標售、挪用的過程中，在制度上

造成的不正義與荒謬：

　　「當國有土地再度標出天價，國有財產局又

因瘋狂賣地而成為眾人批評的標靶，歷史的重複，

不禁再度令人啞然失笑。如果這個社會並不健忘，

應該還記憶猶新，就在 4 年前的同一天，民國 95

年 3 月 2 日，國產局以 64 億的價格，將兩千餘坪

的台北市大安區信義聯勤俱樂部土地，賣給新光

人壽。

　　而後來的故事呢？兩年後，新光人壽以總價

101億元將信義聯勤土地賣給元利建設，兩年間，

這塊地上沒有任何的建設，新光人壽只付出了利

息、少額的地價稅，養地轉手套利，暴利達到 37

億元卻沒有一個市民獲利。」

　　該建案在知名建築師 Richard Rogers 操刀設計

的助威之下，兩座分別為 31 與 35 層樓的市中心、

面公園高級住宅，勢必繼信義路臨公園的勤美璞

真建案後，成為下一輪頂級豪宅的代表。相較下，

臨新生南路側因有學校、教堂、清真寺作為空間

緩衝，多少避免了群樓攻擊下、公園淪為被豪宅

大樓圍塑之中庭花園的窘境。

VI. 文本中的大安

　　大安森林公園如今已成為臺北市的地標性公

共空間，甚至可從許多文本中見到其在不同時代

脈絡所扮演的角色。

　　這塊土地上最早的樣貌，可以在舒國治

（2010）的《水城臺北》一書中窺知一二，書裡

有大量段落描繪不同時期的大安森林公園周邊之

地景。譬如其過往竹林與農村景緻的痕跡：

        「台北早先多的是竹子，現在不易見了。大

安森林公園闢建，留存了一片竹叢（近新生南路

面），是為昔年農村景緻之鑿痕。」（p.20）

　　新生南路闢建排水圳後的河景與橋景，則反

應著舊時淺淡怡然的台北生活：

       「新生南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條河，

所謂瑠公圳灌溉水渠。河兩旁種有垂柳。那份河

光柳影之景致，是一種屬於老台北的特殊情調。」

（pp.100-101）

       「三輪車一路遙去，而新生南路一路上矮橋處

處，河景悠然，好一個淺淡靜謐的童年台北。」

（pp.56-57）

　　戰後，此地則從緩慢的農村轉變為擁擠的眷

村生活，以及國際學舍舉辦各種大型活動的熱鬧

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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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的南岸，最有名的是「國際學舍」，外國

來的學生，的確可以入住。六十年代還辦過書展，

甚至更早還辦過演唱會，印象中「五黑寶」（The 

Platters）來台的演唱會似就在這裡。國際學舍

再向東，有兩家舊書店，其中一家，叫「舊香居」，

後來此地拆建為大安森林公園，它東搬西搬，終

於遷到了龍泉街。「舊香居」會開在這裡，確實

有其地緣因由，乃這兒多違章建築，據說建國南

路與信義路交口的西南角（即今大安森林公園這

一方塊的東北角）在早先是一片荒塚區，年久荒

湮蔓沒，滄海桑田，便逐漸有人暫時窩身，一而

十，十而百，便漸成聚落。」（p.102）

　　舒國治提到此處過往曾為荒塚的一段歷史，

也可能是相較於附近永康街、金華街、青田街、

瑞安街等巷內日式房舍排列儼然的景象，卻沒有

在這片土地長出任何一棟日式宿舍的原因：

        「乃它原是所謂的「不堪地」，也就是荒蔓

地、雜堆地、泥澤地、致最後成了亂葬地。既有

人葬，便因無人管。一葬再葬，逐漸由人建成

「萬善塔」，可放焰口、廣被眾魂。」（舒國治，

2010：174）

　　除了文學作品以外，電影文本所再現的大安

森林公園地景，更能捕捉其不同時代下呈現的動

態樣貌。例如 1983 年的電影《搭錯車》，係以公

園前身的眷村和違建為背景，刻劃眷村火災和重

建引起的問題，顯示了都市地景的轉換過程。

　　而 1994 年蔡明亮拍攝的《愛情萬歲》，最後

一幕場景選在當時尚未完工的大安森林公園，楊

貴媚在仍光禿禿而蒼涼的公園裡，哭了漫長的六

分鐘為這部片收尾，表達了都市的寂寞和空虛，

而公園長椅旁邊坐著的老人對此完全沒有反應，

也顯示都市人彼此關係的疏離，興建中的公園成

了異化都市生活的背景。較近期則有現代的都會

愛情小品如《一頁台北》（2010）、《愛》（2012）

等，以大安森林公園作為都市戀人相遇或約會的

浪漫場景。

VII. 小結

　　 2016 年因台北市成為世界設計之都，將嘗試

修正新生南路的路幅，縮減車道且拓寬人行道，

作為連接台大校園與大安森林公園間的林蔭大

道，這是台北開��「地景都市」討論及規劃設計介

入的新契機，也是在公園落成 22 年、小樹逐漸長

成林蔭後，再一次思考公園的都市定位及設計調

整可行性的關鍵。再次揭露大安公園的片段身世

及週邊的地景變遷，無疑是提醒公園本身並非一

中性的都市綠色資源，也同時是充滿公共性張力

及政治角力過程的空間社會場域。現今經過新生

南路側的大安公園，夜間的 LED 燈閃爍著「大安

防災公園」的大型字幕，新的防災論述已經取代

了原有的森林論述嗎？這代表了公園設計內容那

些方面的整備？從公園的生產到公園的「再」生

產，市民的記憶和參與又將如何進入公園敘事，

進而與專業論述對話，開展多層次的設計想像？

公園的公共性不僅在其完工使用後的機構管理原

則，大安公園的生產過程正是公共性論辯與實踐

最活生生的見證。

圖片來源：都市聚落與地景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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